
秩序、效率與文明素養：
台北市「排隊運動」分析 *

王志弘

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

Order, Efficiency and Civility:

The ‘Line-Up Campaign’ in Taipei

by

Chih-hung Wang

Graduate Institute for Social Transformation Studies

Shih Hsin University

wangch@cc.shu.edu.tw

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

第 14期 2005年 9月　頁 95-147

SOCIETAS: A Journal for Philosophical Study of Public Affairs

No. 14, September 2005, pp. 95-147

＊ 本文修改前曾發表於 2004年台灣社會學會年會暨「走過台灣─世代、歷
史與社會」研討會，清華大學， 12月 5日。感謝林宜嫺與沈孟穎協助收集
資料。

收稿日期： 2005年 01月 28日；通過日期： 2005年 08月 19日



本文從日常生活史角度探索台灣社會的延續和變化，藉由「排隊」

的相關論述和實踐，分析從「紀律型排隊」到「服務型排隊」的移

轉，及其所透露的都市治理和發展的轉化。本文以 1979年台北市政

府推動的「排隊運動」為核心事例，討論威權政體下「國民生活須知」

式的身體習性規訓，及其引發涉及秩序、效率和文明素養的討論，指

出這項官方宣導運動其實是都市集體消費（公共運輸服務）不足與市

民期望升高，以及適逢與美國斷交前後政治社會氣氛不安下，都市現

代化發展論述與國家鞏固道德領導權的交匯場域。排隊所展現的公共

生活秩序、效率及文明素養意涵，可以往前追溯到日本殖民時期的現

代性形成。排隊做為文明化的表徵和隱喻，也陸續呈現在各種對照城

鄉差異、本國與先進國家，以及台灣與大陸的論述和想像裡。 1990

年代以後，台北捷運的排隊文化，以及戶政事務所、郵局和金融機構

等地普設的自動化叫號機，則顯露了在新流動空間、科技中介、中產

階級禮儀、顧客導向服務，以及民選都市政權的新治理模式下，排隊

有了新的形式和意義。從講求秩序的紀律型排隊，到講求效率和平等

的服務型排隊的轉化，正透露了新治理模式的浮現，但相同的是排隊

依然是文明素養和現代化的重要指標。

關鍵詞：排隊運動、都市治理、社會秩序、效率、文明素養、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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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排隊的意義：秩序、效率與文明素養

要建立文化大國，也許要從根絕上車不排隊這類「輕輕一摸」的

小事做起。排隊上車不是政府的事，不是警察的事，是我們的

事，我和你的（林懷民， 1978.8.26）。

林懷民於 1970 年代晚期的報章言論，反映了當時輿論界和知識

界的「文明化焦慮」或說是「落後焦慮」，以及對一般民眾自我要求

的期待：企盼無須政府和警察監管指揮，便能自動自發。但是，就在

幾個月後， 1979 年 1 月台北市長李登輝提出了排隊運動的構想，不

僅發動了市府機器各單位，還動員了各級學生、民間社團，結合了報

章媒體，又一次展現了由上而下的新生活運動式秩序化規訓；更甚

者，排隊運動正逢台美斷交（1979 年 1 月 1 日），時機的巧合顯現了

官方治理的邏輯：排隊運動的紀律與秩序修辭，與「國族危機」的自

強論述，彼此呼應；日常生活慣例的秩序，拉抬到了民族尊嚴與國族

存續的高度，貫穿其間的是文明素養的企盼。然而，這次排隊運動正

當台北市在經濟發展有了一定成果之後，追求「文化建設」和「文化

現代化」的轉型期，軟性與服務型的政府治理方式正在浮現。再者，

排隊運動直接牽涉的都市運輸體系，也正面臨效率或合理性危機的時

刻。秩序與紀律的規範，無法掩蓋效率邏輯的要求，這也包含了對市

府公共服務效率的期待。因此， 1979 年的排隊運動雖然曇花一現，

但或許透露了從威權式都市治理模式，到消費者─效能導向治理模式

的移轉，值得我們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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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排隊的意涵與兩個理念型

排隊是日常生活裡尋常可見的活動。但也由於排隊隨處可見，出

現在許多不同場合裡，牽連了非常廣闊複雜的社會意義和文化意涵。

譬如，排隊情景經常令人聯想起秩序、規矩和教養，這些觀念便已經

涵括了從社會結構、文化象徵，到個體心態和習癖的不同層次。或

者，在另一條線索上，排隊讓人想起因理性化的動作流程而產生的效

率。再者，從秩序、效率與教養的對立面來看，排隊現象還連帶了有

插隊、推擠（擠兌、逃難）、代理排隊、「黃牛」、特權、走後門、物

資或服務不足（這還經常被塑造為共產國家的主要意象之一）、一窩

蜂的著迷（追逐熱門商品或服務）等，都是或多或少帶有負面意涵的

排隊衍生現象（李中邦， 2002）。

排隊可以區分為兩大類型。一種是在諸如軍警、學校、體操、表

演、行進或其他團體活動場合中，為了展現紀律秩序、整齊劃一的美

感，或是活動效率等而為的整隊或列隊，通常附帶有維持紀律的心

態。這種「紀律型排隊」顯然與某種支配機制或權力關係的運作和表

現有密切關係，通常伴隨有指揮者或指揮團體的存在，以及一種發號

施令和遵循指令的階層關係，古已有之。與此相對的另一種排隊類

型，或許可以稱為「服務型排隊」，這指的是在特定時間和空間範圍

內，依照某種程序來確保依先後順序獲取特定物品或服務的行為和心

態；簡言之，其精神或原理就是「先到先服務」或「先到先得」。這

項帶有平等主義色彩的原則（無視於個人身分屬性，純粹按照先後順

序處理），應該起源於近代資本主義市場機制和民主體制所共同推動

的理性程序和平等觀念。

無論是紀律型或服務型排隊，都各自有其秩序、效率和文明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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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關鍵差別在於形成隊伍的目的和維繫方式不同；前者是為了彰顯

集體秩序和移動效率，並以支配關係維繫之，後者是為了確保個體獲

取服務的公平機會和服務效率，以謹守先來後到之次序的共識來維

繫。換言之，服務型排隊和紀律型排隊在某種程度上形成了對比，或

許可以視為排隊的兩種「理念型」（ideal type ；參見 Weber, 1991: 103

的界定）來看待。當然，這兩種排隊類型的形式化原則，其形成與維

繫的力量、制度基礎、具體應用方式等，都有因地制宜的變化，以及

兩者混合出現的實際狀態；在現實情境的排隊行為裡，紀律和服務這

兩個排隊類型經常是同時並存，甚且可以相互支援，交叉運用。

排隊現象也可以說是座落於日常生活場域和理性程序系統的交會

處。排隊是出現在每日生活裡的具體身心實踐，也是有特定社會關

係、制度化程序、集體價值和物質─技術基礎支撐的社會現象。人類

不會天生自動展現排隊的意願和行為，必然要經歷一段社會化的歷

程。排隊是典型的壓抑本能、約束一己私慾的表現，經常伴隨有脫

隊、插隊、迴避排隊的「踰矩」行徑，因而必須仰賴某種支配─懲罰

機制，以及共識性原則的維繫，時時加以整頓排列。這種共識性的原

則和支配─懲罰機制的運作，或許可以視為抽象系統對生活世界的侵

入與殖民（參見 Habermas, 1987: 305, 318-31），是集體力量對個體自

由和慾望的規訓壓抑。但是，就人類社會須有一定程度的秩序和共識

方能順利運作而論，排隊又是佛洛伊德式「文明及其不滿」論題中，

現實原則運作下的基本壓抑；佛洛伊德指出：「美、清潔和秩序，在

我們對文明的要求中顯然占有特殊地位」（Freud, 1988: 53），但是，

排隊也可能在某些情況下淪為「過剩壓抑」（surplus repression, 參見

Marcuse, 1966: 35），成為各種威權體制日常運作的基本表現。此外，

排隊做為文明素養的表徵，也可以視為伊里亞斯（Elias）的「文明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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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civilizing process）論題中，能與飲食起居等生活禮儀共列的一

個範例（Elias, 1978: chapter 2）。

所以，排隊並非渾然天生的國民性格或族群素養，排隊做為一種

社會習性或集體期待，是在特定歷史狀況下，面對社會生活中浮現之

例行化活動的操作需求（例如配合新的時空移動模式，或交易秩序，

或是更一般性的「社會秩序」），並經由各種規訓壓抑或引導鼓勵的機

制而逐漸形成的，並且總是有脫序、失序的情形（秩序和失序也總是

相對界定的概念），使得「排隊」成為必須不斷介入治理的場域。秩

序、效率與文明克制，支配、壓抑和他律規訓，交織形成繁複的排隊

意涵。依序排隊經常被當成文明教養的表徵，但也可能被視為不知變

通、威權紀律或物資匱乏的展現；插隊是操弄特權、違法亂紀或粗野

行徑的代名詞，但也可能是體貼特殊身分或弱勢人士的例外安排（貴

賓、老弱婦孺優先）。因此，排隊的社會和文化意涵，必定得放在具

體的時空場域裡來衡量，方能細緻的探究評估。

（二）排隊與都市治理

據此，本文選定分析的具體時空場域，是在台北市的都市發展脈

絡下， 1 鎖定 1970 年代末期至 1990 年代的幾個具體排隊事例和場

景，藉此討論排隊做為日常生活現象，透露了什麼樣的都市治理模式

轉化；也就是說，從紀律型排隊往服務型排隊的偏移，可能對應了從

威權式都市治理，往消費者─效能都市治理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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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言之，「都市治理」（urban governance）是指都市公共事務的

經營管理過程和程序。「治理」是近年來興起於社會科學領域的分析

概念，主要用於公共行政（取代狹隘的政府概念）、都市政治（都市

治理）、全球化管制（全球治理）等領域，嘗試掌握公共事務管理和

組織方式的新趨勢，也是企管論述裡的流行新詞（企業治理）。在傳

統意義上，治理指「統治的作為或過程」，這時「治理」等同於「統

治」或政府（government）。不過，近來學術界通常會將治理和統治

或政府區分開來，並且指認出兩種不同的治理涵義（Painter, 2000:

317）。首先，治理強調公共事務處置和資源配置，不再侷限於官方或

政府機構，而有更複雜的公私協作如委託民營、公私合夥的情形。其

次，治理一詞強調超越傳統官方垂直層級性的組織，而有更複雜的水

平連結的網絡化組織形態（參見 Painter, 2000: 317）。

但是，筆者認為，無論是公私協作或水平網絡的趨勢，都不是都

市治理的全新現象，官方與民間某種程度和形式的合作以利都市公共

事務的推行，以及層級體系的各層次內部及不同體系之間的水平連

結，都可見於不同歷史時期的都市運作，只是在當前格外凸顯出來，

並有刻意的推行，成為都市管理和政治論述的新興意識形態與作為。

再者，治理之為公私協作或水平網絡的提法，過於強調組織型態的變

革，而缺少了對社會權力關係的關注。

因此，筆者認為我們可以轉而借取傅柯（Michel Foucault）的

「統理性」（governmentality）概念來思考治理。傅柯將統理性界定為

「由制度、程序、分析與反省、計算與策略所形成的整體，這讓特殊而

複雜的權力形式得以運作，其對象為人口，主要知識形式為政治經濟

學，根本技術手段是安全機構」（Foucault, 1991: 102）。傅柯在這裡討

論統理性時，是放在近代國家類型的形成脈絡中來說明，亦即從基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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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式領土政權、對應了法律社會的「正義國家」（state of justice），移

轉到 15 和 16 世紀國家邊境裡，對應於調節規訓社會的「管理國家」

（administrative state），以迄不再以領土周界來定義，而是以人口規模和

密度及其分布領域來界定的「統理國家」（governmental state），對應的

是由安全機構（apparatuses of security）控制的社會（ibid., pp. 104）。不

過，就像傅柯有關權力概念的著名界定，已指出其不侷限於國家機

器，加以前述政治科學裡的治理概念強調不侷限於政府機構，所以，

或許我們不必侷限於指涉國家的作為，而可以將統理性理解為涵蓋了

整個社會秩序的規制方式（Barker, 367），可以由國家或國家以外的社

會機構和組織發動。譬如，巴克（Chris Barker）重新界定傅柯的統理

性概念為：「橫貫社會秩序的規制形式，藉以將人群置於科層政權和

規訓模式下。也指涉了形成特定統治機構與知識形式的制度、程序、

分析與計算，構成了自我反身性的行為和倫理能力」（Barker, 2000:

385 ；另參見王志弘， 2003 ，頁 129-30 ； 2005 ，頁 5-8 的討論）。

前述有關治理和統理性概念的討論，顯然指涉了非常複雜、牽涉

多端的過程；要瞭解特定歷史條件下都市治理的組織構造和細部運作

程序，是超越本文處理能力的龐大工程。因此，本文在此不討論台北

市都市治理本身的網絡化組織及其動態、制度、程序、分析與計算

等，而是採取一個特殊的取向，就是透過「排隊」這個涉及了社會實

踐、制度中介與技術安排，以及意識形態想像的日常現象，來回觀不

同時期都市治理的模式或風格，也就是主張，紀律型排隊和服務型排

隊相對偏重的變化，局部透露了都市治理模式或風格的轉型，或可暫

時分別名之為「威權式治理」和「消費者─效能導向治理」， 2 至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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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husser的「壓制性國家機器」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區分（Althusser,



這兩種都市治理模式的詳細組織方式以及治理的程序、制度、計算方

式等，則有待另文討論。

為了掌握前述轉變，本文選擇 1979 年起台北市政府推動的「排

隊運動」為核心案例。因為這場運動的推行歷程，正好糾結了紀律型

排隊所透露的威權國家教化規訓式都市治理模式，以及正面臨都市集

體消費危機，而必須邁向現代化效率式都市治理的轉折。然而，雖然

都市治理模式有所轉變（從秩序到效率），但是以排隊為文明素養表

徵的論述，依然盛行不歇。

後文的討論，首先概略說明日治時期到戰後威權體制下的主要排

隊機制及其文化想像。然後，細緻討論李登輝主導推動的 1979 年排

隊運動，如何帶有「國民生活須知」式的身體習性規訓，引發了涉及

秩序、效率和文明素養的討論，但其實是都市集體消費 3（公共運輸

服務）不足和市民期待升高狀態下，國家道德領導權和現代化論述的

交匯場域。再者，當時適逢台灣與美國斷交前後的不安政治社會氣

氛，李登輝循著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委員會和台北市長的雙重職位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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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前者以軍警法院的暴力鎮壓為主要治理手段，後者以意識形態的召
喚和主體（意識與身體）形構為治理媒介，而且 Althusser的意識形態國家機
器，跟治理概念一樣，不侷限於國家政府機構，也包括了家庭、教會和媒體

等。壓制性國家機器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兩者互為支援，也和筆者認為威權

式治理和消費者─效能導向治理同時共存的觀點相同。不過，兩者的內涵還

是有所差異，筆者的概念並非鎖定暴力鎮壓和意識形態教化召喚的對比，而

是紀律秩序和服務效能的對比。當然，這兩組概念的異同，還有待進一步的

討論和釐清。
3 集體消費（collective consumption）簡言之就是由國家（公共或集體）提
供或中介（生產、管理和分配），而非來自市場的消費財貨與服務。都市研

究學者柯司特（Castells）曾界定都市的基本角色為協助勞動力的再生產和社
會關係的再生產，其中便牽涉了國家提供的集體消費（Castells, 1977: 460-
1）。



的排隊運動，也有移轉憂慮不安氣氛，凝聚民眾「自強」力量和心態

的企圖。 1990 年代以後，台北捷運的新排隊文化，以及戶政事務

所、郵局和金融機構等地普設的自動化叫號機，則顯露了在新流動空

間、科技中介、中產階級禮儀、顧客導向服務，以及民選都市政權的

新治理模式下，排隊有了新的形式和意義，紀律型排隊的成分逐漸降

低，服務型排隊的意識升高，但排隊依然不脫其做為文明素養和現代

性指標的主要意義。

二、國家領導權、現代性與社會紀律：
紀律型排隊機制及其文明想像

排隊、整隊與秩序紀律的要求和現象，顯然古已有之，尤見於列

陣戰鬥、典禮儀式的場合。然而，排隊做為一種瀰漫於日常生活，超

乎軍事和宗教禮儀之外的普遍現象，並且出現與排隊相應的綿密身體

言行規訓技術，以及秩序、效率和文明素養的論述和意識形態，則屬

近代的事象。這種近代的排隊實踐和意識，無論是「紀律型排隊」或

「服務型排隊」，大抵上是隨著社會活動時空範圍日益擴大（伴隨運輸

通訊技術和體制的發展而急速進展）、分工逐漸複雜所引發的協調整

合要求而來，其主要機制是資本主義的積累循環過程（從遠程貿易金

融匯兌的秩序，到工廠與辦公室勞動過程的紀律，乃至於大眾消費購

物場合的排隊），以及國族國家逐漸占有政治、社會和文化統合的支

配地位，還有基本人權、人人平等和個人主義等觀念的逐步深化與制

度化。就台灣而論，近代意義下的排隊現象，可說是在日本殖民時期

穩步開展的現代性形構下，逐漸成為日常生活的尋常現象與意識，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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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放在新生活作息規律的形成脈絡中來理解，但又脫離不了殖民體制

的威權性格。

呂紹理於《水螺響起：日治時期台灣社會的生活作息》（1998）

中，從總督府所建立的行政和教育制度的時間紀律、交通與產業的作

息規律，以及皇民化運動時期更形綿密的戰時生活規律組織等幾個面

向，討論了現代生活作息的引進和確立，以及相應的秩序感、標準化

和團體紀律的心性。在這些領域裡，我們都可以預期排隊正是集體生

活規律的具體展現。例如，日治時期鐵路和都市公共汽車等運輸系統

的建立，透過班次時刻表的遵守而深化了標準時鐘時間權威，以及透

過運輸系統整合和傳達了集體生活節奏和穩定的規律性。隨著鐵路和

公路旅客人數的不斷成長（呂紹理， 1998 ，第四章），運輸系統這個

重要的現代性形構，也成為規訓排隊行為的場合。

不過，相對於尚不普遍的大眾運輸使用經驗和旅行需求，日治時

期逐漸普遍化的基礎義務教育場域和機構，做為主要的意識形態國家

機器（Althusser, 1984: 26），更是重要的排隊訓練機構。日治時期公

學校正式課程裡的「修身」和「體操」4 等，強調秩序和紀律；各種

隱藏課程（hidden curriculum）如朝會、勞動清掃，乃至於校外教學

和旅行，無不蘊含著紀律行為及心性的規訓和培養，排隊正是其中的

基本項目。

戰後台灣的中小學校體制大致遵循了日治時期的做法和信念，排

隊也是充斥於各種活動裡的基本身體馴訓動作，期望藉此養成不假思

索的排隊習慣和紀律心態。除了實際的排隊習性養成外，以排隊做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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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體操課包含了體操、教練、遊戲等三個主要項目；教練乃是藉著列隊集合

的活動，訓練學生在列隊中行進轉彎的步伐，保持隊伍整齊有序的練習，著重

於培養秩序與規律，正是「紀律性排隊」的典型（呂紹理，1998，頁 78-9）。



文明程度或文化素養的表徵，也逐漸成為一種普遍的意識形態或刻板

印象，亦即排隊秩序經常成為評價不同社會群體（尤其是國族和族群

團體）文明程度的準繩。例如， 1945 年二次大戰結束後，久受日本

式教育和社會生活規律薰陶的台灣，遇上了現代化程度和心性

（mentality）不同的中國大陸，除了政治與經濟情勢激發的緊張外，

也常展現為民眾生活習性的差距，並經常被評斷為是文明程度的差

距，排隊正是建構這種族群差異的顯例，如以下引述，

上公共汽車不排隊，不買票就上車的是誰？出入公共場所爭先恐

後擠的是誰？對著「請勿吸煙」的告牌大口噴濃煙的是誰？一個

人占幾個座位而「理直氣壯」地同別人爭吵的是誰？不服從交通

警察的指揮而強詞奪理地爭辯的是誰？諸如此類，我從服裝上判

斷，似乎其中頗有「文化人」。我絕不敢說內地來的人都是如此，

也絕不敢說本省人沒有一個人如此；但是這些現象確是光復以來

才有的（洪去火，1947，轉引自李筱峰，1991，頁 208-9）。

鶴見（Tsurumi）在其有關日治時期台灣教育史的研究訪談裡，

也記錄了本省籍人士回憶台灣人和中國人的差異時，提到：「經過

50 年不甚愉快的日本統治後，我們學會了尊重法律和秩序」。相對

的，另一位來台大陸人士卻批評：「那些愚蠢的台灣人，他們只從日

本人那兒學到排隊」（Tsurumi, 1999: 134）。秩序和排隊在建構族群的

文化性格和屬性時成了一個指標，但隨著族群立場不同而有優劣相反

的評價。

不過，針對不同族群的排隊習慣差異而賦予不同評價的論述，在

國民政府幾乎一樣的生活規律宣傳運動（從早期的新生活運動，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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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活須知及國民禮儀規範）和學校管教方式下，也逐漸消失了 5 。

無論是日本殖民政府，或是強人統治下的威權國民政府，皆由國家主

導推行和示範社會生活的紀律規訓；國家扮演了現代性與文明素養的

界定者、中介者和推動者，從而占有了較高的道德地位，確認了其文

化領導權。 6

社會秩序、生活紀律和文明修養等，都由國家納入國民行為和品

格的基準，是必須透過學校教育等管道不斷宣揚和規制的訓示，藉以

塑造「合宜」的國民主體，這還經常伴隨了傳統道德理念的「現代化」

和「國家化」重新詮釋。例如，《國民中學公民與道德教科書》第一

冊在說明所謂的共通校訓「禮義廉恥」時，便將「禮」的意義從宗族

禮儀和庶民言行慣例，導向了國家規訓下的社會紀律，而排隊秩序正

是其主要表徵：

在國家方面來講：「禮」與「法」、「禮儀」不可分，所以禮就

是「嚴嚴整整的紀律」。一個國家能夠存在，能夠發展，必須要

有嚴嚴整整的紀律，也可以說一個人要有規規矩矩的態度，來實

踐國家嚴嚴整整的紀律，才是真正的守禮。因為有了禮，才能表

現禮儀，以顯示人際間的地位關係，和友誼的深淺、情感的親

疏。有了禮才會有「禮讓」的態度，大家能禮讓，社會或團體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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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不過排隊做為文明素養和現代化的表徵及隱喻，依然持續存在。雖然戰後

初期本省群眾和大陸移民的排隊─文化素養差異已然淡去，但是在後來的城

鄉差異（指責不懂得排隊者為鄉下人）、本國與先進國家（感嘆台灣不如先

進國家的排隊習慣），乃至於晚近台灣與大陸（大陸人不遵守公共秩序）的

現代化和文明程度對比裡，排隊依然是相關論述裡的重要範例。
6 官方自居的道德或文化領導權，其實有其中國漢人文化的長遠淵源，例如

《論語》顏淵篇裡「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之類的觀

念，已然確立了官方（為官的士大夫）的道德優越性。



充滿了一種祥和的氣氛，在公共場所便沒有爭先恐後、擁擠爭吵

的現象。有了禮的表現，人與人更能「互助合作，守紀律、重秩

序」，就不會發生危害社會的脫序事件。禮不僅可以顯示出個人

的修養，更能代表國家的文化水準，所以我們應該認知「禮」的

意義，在日常生活中時時實踐（1996，改編本八版，頁 44-5；

黑體字為筆者所加）。

對社會秩序的要求，經常放在「現代化」的社會發展脈絡裡來詮

釋，而現代化的具體形象，經常就是現代都市的高樓和機動車交通景

觀。《國民中學公民與道德教科書》第二冊裡，就有一段值得長篇引

述的說法：

在現代都市內，大廈林立，層層高聳；在寬敞的柏油馬路上，漂

亮的汽車往來如梭：景觀甚是壯麗。如果沒有良好的社會秩序，

一片混亂，大都市很快就會癱瘓，現代社會也就沒有了。舉一個

簡單的例子來說：每逢過年過節，火車站內擠滿了返鄉心切的乘

客，人山人海，萬頭攢動。如果大家不守排隊買票和上車的規

則，爭先恐後，你推我擠，車站裡便會發生爭吵，甚而揮拳踢

腿，打起架來了。再舉一個例：馬路上的車輛穿流不息，交通非

常擁擠。大家都能遵守交通規則，各人都可以平平安安地抵達目

的地。如果駕車人亂闖紅燈，行人任意穿越馬路，大家都只圖一

已一時的方便，把社會秩序忘得乾乾淨淨，一出了車禍，害人又

害己，而且破壞社會的安寧及祥和。擁擠、忙碌和緊張，乃是現

代都市生活的特色，也是無法避免的一些困擾，所以大家一定要

遵守社會秩序，才能享受現代都市生活的好處，而把害處減低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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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程度（1991 ，改編本再版，頁 42-3 ；黑體字為筆者所

加）。

圖一 「禮」被重新詮釋為「守紀律、重秩序」，並具體呈現為「排隊」

資料來源：《國民中學公民與道德教科書》第一冊，1996，改編本八版，頁 5 。

因此，個人必須遵守社會秩序和法紀，「才能算得是過真正現代

社會生活的現代人」（ibid, 頁 42），「社會愈發展，生活愈複雜，社

會秩序便愈重要。個人要養成自發自動服從社會紀律的習慣，因為這

是現代國民應守的本分。等到習慣成為自然，便不會做出違反社會紀

律的事來」（ibid, 頁 43）。簡言之，遵守社會秩序成為維持現代生活

的必要條件，而秩序本身則是文明進步的表徵，國家則必須擔負起教

化人民以保障現代化生活、社會秩序和文明素養的責任。具體的排隊

活動正是社會秩序的縮影，而社會秩序又是現代化生活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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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引述的這些論點，雖然出自教導十幾歲國中生的教科書，但

在官方針對一般民眾推動的各種生活規範和秩序維護運動（包括台北

市排隊運動）裡，以及媒體輿論的說詞裡，都不斷反覆呈現，連表述

和修辭方式都非常類似。綜言之，排隊所展現的公共生活秩序、效率

及其文明素養意涵，可以追溯到日本殖民時期的現代性形構，而中小

學校做為主要的訓練「紀律型排隊」，以及塑造遵守秩序之國民主體

的生產機制， 7 直至今日，大體上還是延續了下來。這種紀律型排隊

機制裡的排隊意涵，雖然也帶有現代都會生活講求效率的意味，但基

本上還是以秩序為論述主軸。不過，雖然講求秩序的紀律型排隊依然

普存於今日，但是訴求於效率和平等的服務型排隊，卻也於 1970 年

代後期逐漸興起於台灣的都會環境之中， 1979 年台北市推行的排隊

運動，正方便我們觀察其中的轉折。

三、 1970-80年代的台北市排隊運動：
從社會秩序到集體消費

（一）團結自強氛圍與公民道德修辭下的台北市排隊運動

1979 年初發動，到 1981 年便逐漸淡去的台北市排隊運動，一如

眾多官方宣導般成效不彰、徒具形式，熱潮一過就恢復原狀，也沒有

多少市民留有深刻記憶。不過，這場排隊運動卻發生在台北都市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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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軍隊是另一個主要的紀律型排隊機制。但是，日治時期直到太平洋戰爭末

期才採取普遍徵兵，而且戰後國民政府的服役經驗大體上侷限於男性，所以

還是不如義務教育體制普遍。



方式的轉折點上，所以值得關注。這個轉折有兩個主要層面：（1）

都市集體消費需求及生活品質的意識，從充斥國家紀律與道德規範的

統治修辭中逐漸浮現出來；（2）都市文化現代化（文化建設）的實

質發展，在持續進展的經濟與工務基礎建設旁邊崛起，成為都市治理

的新主軸和領域（參見王志弘， 2003 有關台北市都市文化治理階段

的討論）。 1979 年代已為人淡忘的排隊運動，可說是這個都市治理轉

折的縮影，在從紀律型排隊範型逐漸朝服務型排隊的移轉中，凸顯了

都市發展和都市治理模式的轉變。

1978 年 6 月 9 日，李登輝就任官派的台北直轄市長，他於 1979

年 1 月倡議展開了排隊運動。當然，在此之前，官方推行的國民生活

須知與國民禮儀規範等生活紀律和道德教化宣導，包括公共場所的排

隊秩序在內，早已是各局處（如教育局、民政局、社會局和新聞處等）

長期推行的例行工作。但是 1979 年起的排隊運動，則是專門針對排

隊這件事，在既有的宣導架構下更大規模的推行。李登輝於台北市議

會第三屆第三次大會施政報告（1979 年 3 月 26 日）8 中，說明了排

隊運動的緣起：

今年 1月 4日，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台北分會第五次委

員會議時，登輝提出排隊運動，獲得各界人士熱烈的響應和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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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這裡引用李登輝的施政報告，以及凸顯李登輝推行排隊運動的主導角色，

並不表示這場運動可以完全以李登輝的個人意志來解釋，而是看到李登輝身

為市長在當時的市府官僚機器運作方式下，可以用這種由上至下的動員方式

從事排隊宣導。換言之，這是整個講求紀律秩序的威權都市治理模式的展

現，李登輝則是占有其中的關鍵位置，其能動性也依存於治理機器的特質和

限度，譬如基層實際執行能力與意願，以及在實際都市過程中的執行成效，

如後文所述，都有明顯的限制。



持，尤其值得稱道的是：台北市四百多個民眾團體的負責人（包

括其理事長、總幹事等八百餘人）於元月廿五日，在台北市社會

活動中心，舉行愛國自強暨響應排隊禮讓座談會，通過「台北市

各民眾團體響應排隊禮讓遵守公共秩序實施要點」，其中指出：

「遵守排隊秩序，不僅是形式上的行動，而是發自內心的禮讓態

度，進而表現彼此尊重、互相關懷的傳統美德……養成持久有恆

的優良習慣」（《台北市政紀要》， 1978，頁 15）。

既然市長有令，各相關局處就動員起來了，各自循本身的管道和

做法推展這項排隊運動。最佳的動員人力就是學生，當年 1 月 16 日

台北市的公私立各級學校校長會議裡，便提出要派遣學生於重要路段

和車站週邊勸導排隊。教育局則在例行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績優

單位獎勵名目下，設有排隊運動績優學校獎勵。民政局轄下各區公所

以地區責任制宣導排隊，也於寒暑假期間動員國高中學生組成服務隊

宣導，例如， 1979 年 2 月 1 日至 11 日春節期間，各區公所組織了

98 個勸導隊，選定 188 處重點地區，出動人員 10,944 人次從事排隊

宣導。 1980 年 2 月寒假，單是動員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宣導排隊，也

多達五萬人次。

在排隊運動熱烈推行期間，各市府單位都有因應做法。例如，公

車聯營管理委員會響應排隊禮讓運動，要求公車司機對準站位上下

車，勸導乘客依序上下車。建設局配合集中同方向公車站牌以利乘車

等候秩序。警察局展開所謂的車輛排隊運動，加強規勸和取締以維護

行車秩序。 1979 年 4 月，新聞處與《聯合報》9 以「推行排隊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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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李登輝推行的排隊運動於 1979至 1980年間，各主要報紙都有報導。但是
除了新聞報導以外，聯合報的評論性文章比較多，可能與聯合報和新聞處的



為題舉辦徵文，應徵者有 515 人，選出優良作品 40 篇。社會局舉辦

國民生活須知演講比賽，以排隊為講題重點。民政局還輔導各大寺廟

及協調格致中學，於春節及陽明山花季期間設置廣播站，向信徒及遊

客勸導實施排隊；民政局並督促各區公所於聯合服務中心明顯處，懸

掛繪有「自強年」標誌的「請排隊」字樣牌子，加強勸導排隊工作等

（參見附表一）。

在前文引述的同一次施政報告（1979.3.26）中，李登輝摘述了媒

體的反應，同時說明了排隊運動的「理念」：

新聞報章，報導評論此一排隊運動者很多，一致表示稱讚與期

許。諸如：對於我們社會上不合理的爭奪，和不合理的推讓，所

造成的混亂與尷尬場面，最好解決之道就是排隊；排隊是公平

的，誰先到，誰先接受服務，誰也不吃虧，誰也不占便宜，不爭

不讓，心安理得；排隊運動，可排除任何暴力或特權，輪到你才

是你的，由此擴而大之，即可建立一個處處守法的社會；排隊運

動正是一個人禮貌風度的起點，能排隊正顯示其人格高尚，身心

健全；人人排隊，不僅能促成和諧的社會，更重要的是排隊也保

護了自己生命的安全。登輝個人當初提出此一排隊運動的主要意

義，是希望從一件市民人人可以做到的、最簡單的事為起點，養

成日常生活習慣，培養禮讓美德，促成大家在觀念、生活態度，

以及價值判斷等方面的積極改進。其推行不需要處罰，只注重勸

導和鼓勵，持續不斷、假以時日，相信必會獲得成效。實施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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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徵文活動有關。此外，聯合知識庫的全文檢索功能，比起中國時報早期

（1991年以前）的圖片式全文影像方便搜尋，也是本文採用較多聯合報系資
料的原因。



治安五項方案和推行排隊運動，都是為了促進台北市政建設目標

─成為有秩序、有禮貌、現代化都市之早日實現（《台北市政紀

要》， 1978，頁 15-16；黑體字為筆者所加）。

又如李登輝 1979 年 10 月於台北市議會第三屆第四次大會施政

報告時，指出：

當我們推動市政建設時，特別籲請全體市民，要能積極的熱烈參

與。希望每一位市民，在這擁擠的有限空間，都能養成不爭先、

不恐後、遵守秩序的禮讓美德，使台北市在有朝氣、有禮貌、有

秩序的氣氛下，向前邁進。市政府所推行的排隊運動，其真正的

寓意，即在於此。……使我們早日脫離混亂，缺乏自我節制的生

活方式，進而培養表裡如一、身心和諧、合乎理性的新生活（李

登輝台北市議會第三屆第四次大會施政報告， 1979.10，收於

《台北市政紀要》1979，頁 6；黑體字為筆者所加）。

在前引文字裡，可以明顯看到由「先到先服務」的平等原則支持

的「服務型排隊」觀，與強調從個人道德規範擴大到守法社會的「紀

律型排隊」觀，兩者同時並存，而後者可能份量更多一些。這種從個

人、小我或家庭做起，推廣到大我社會的論點，是居於道德優勢的國

家對公民的標準要求：個體必須自我要求和節制，來替社會集體的完

善負起道德責任，而且這種有秩序的生活才是「合乎理性」，符合

「現代化都市」的市民身分和都市形象。如果是以家庭為基本單位，

女性還常因為「相夫教子」的持家責任和母職形象，而被賦予核心角

色。例如，當時著名的女性專欄作家薇薇夫人，在響應排隊運動的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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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文章裡就指出：

「從家庭做起」可說是很多社會公德和秩序的基本要求，排隊是

其中之一，大家遵守交通規則也是其中之一，維護環境整潔，不

製造噪音等等，也都可以從家庭做起，而主婦更是舉足輕重的人

物（薇薇夫人， 1979.3.19；黑體字為筆者所加）。

不過，於 1979 年推展的排隊運動，還必須放在更大的歷史局勢

裡來看待（參見附表一）。 1978 年 12 月 16 日美國與中國大陸正式

建立邦交，與台灣斷交。這對台灣而言，可說是繼 1971 年喪失聯合

國席位後，更嚴重的一次政治和外交衝擊，總統亦發布緊急命令，停

辦了台灣立委及國大代表選舉。美國代表赴台說明時亦曾遭遇激烈的

抗議活動。在這種緊張與「悲憤」的氣氛裡，已經頗有歷史的「莊敬

自強，處變不驚」口號，再度於各種公私場合出現，尤其是「自強」

兩字成了政治宣傳的關鍵詞。排隊運動在這個時候出現，不免要放入

這種憂患意識和自強論述裡來詮釋，例如當時的一則新聞報導：

美匪建交後，國家處境益形艱困，在堅守民主陣容的前提下，未

來，我們朝野團結合作，自強救國的努力的心理建設基礎在哪

裡？如果連最簡單的發自內心的禮讓態度都難以實踐，還談什麼

一心一德、團結合作呢？萬丈高樓平地起，再高的理想，也要一

步一度的自小處著手，因此，李登輝希望市民們不要侈言空談，

大家從最容易、最具體的排隊做起，近則合鑄和諧的台北市，遠

則表現中國人實事求是的自強態度，發揚傳統優異的文化精神，

勿讓外人輕視（周萍， 1979.1.17；黑體字為筆者所加）。

秩序、效率與文明素養　115



所以，在一片自強愛國聲浪和活動中（當時發起了各類型捐獻運

動和集會，並成立了所謂的空軍自強中隊），強調公共秩序的排隊運

動，就和愛國救國的政治宣導連結在一起了。例如，從台北市社會教

育館於 1979 年 6 月舉辦「國民生活須知國語演講比賽」題目，或可

窺知當時官方宣傳的重點，這些設定好的講題，包括了：（1）排隊

運動與心理建設之關係；（2）從排隊運動看國人守法守分精神；（3）

如何建立有朝氣、有秩序、有禮貌的社會；（4）個人自由不能妨礙

社會秩序；（5）如何改善台北市的交通秩序；（6）實踐勤勞儉樸生

活，響應自強救國號召 10（《聯合報》， 1979.5.21 ， 6 版）。

又如為了迎接 1980 年所謂的「自強年」，台北市在中華體育館舉

辦「團結自強愛國大會」，開幕儀式中宣讀了「台北市各屆團結自強

愛國大會誓言」，力行實踐五項行動要求：（1）從事正當娛樂、改善

社會風氣；（2）響應排隊運動、恢宏禮讓美德；（3）遵守交通秩

序、發揚崇法精神；（4）注重環境衛生、維護市容整潔；（5）力行

節約能源、厚植反共國力（《聯合報》， 1980.2.9 ，七版）。台北市政

府配合制定了各機關的自強年重點工作，區分為遵守秩序、整飾市

容、厲行節約和為民服務等四大項目，其中遵守秩序的要點為：（1）

整體交通秩序維護；（2）執行排隊運動（《聯合報》， 1980.4.27 ，七

版）。

簡言之，地方政府都市治理層級的公共暨交通秩序、環境整潔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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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980年同樣由社教館舉辦的國語演講比賽，題目則為：（1）實踐簡樸生
活，掃除奢靡風氣；（2）做好排隊運動的意義；（3）從高雄暴力事件中看
共匪與「台獨」分子的陰謀；（4）目前共匪對民主國家所玩弄的陰謀詭
計；（5）「台獨」分子被共匪利用的後果；（6）宗教自由不能妨礙國家安
全。這些題目顯然呼應了官方對於如何理解 1979年 12月 10日爆發美麗島
事件的文化宣傳，但排隊運動依然名列其中，顯見其重要地位。



護等課題，和自強救國、改善社會風氣、勤儉節約等深具愛國主義色

彩的道德呼籲，緊密地連繫在一起，這正是從日治時期到戰後，台灣

社會熟知的政治與道德教化論述的一貫主題。

1979 年 8 月，李登輝向當時的總統蔣經國報告市政工作時，提

到了排隊運動。蔣經國認為這是很有意義的事，指示加強推行。有了

來自層峰的稱許和支持，排隊運動自是如火如荼，更加雷厲風行。但

是，宣導活動做過了頭，也會有些烏龍事件和反彈發生。譬如，

1979 年台北市立高職聯招國文科的作文題目，並非印製在考卷上，

而是當場由監試人員以粉筆抄寫在黑板上，結果發生有監試人員將作

文題目「從排隊運動談守法守分」誤抄為「從排球運動談守法守分」

的錯誤情況（《聯合報》， 1980.8.4 ，七版），不過，在聯考體制下，

深諳形式化八股作文技巧的考生，應該什麼題目都可以淋漓發揮一番

吧。

比較特殊的是被動員參與排隊運動宣導的學生，在媒體上投書公

開反彈。 1970 年代，動員各級學生參加各種官方宣傳活動，其實是

個常態。例如 1977 至 1978 年間，由台北市教育局動員參加各類型

紀念慶典、政治集會和體育競賽開閉幕儀式，擔任觀眾或演出工作的

學生（主要是公私立國高中生），一年裡就超過了 27 萬人次（參見附

表三）。對許多學生而言，為了參加這些活動而犧牲假日或調動課

程，乃至於事前練習，當天的等待和表演，其意義或許並非全屬負

面，因為不少活動裡有表演可以觀賞，有參與國家慶典的榮譽感，有

解脫課業壓力的愉悅，甚且還提供了接觸其他學校學生的機會。但

是，在寒暑假動員學生於路口和車站宣導排隊，似乎不是那麼有趣。

以下是 1980 年初寒假宣導期間，署名木柵某私立高中的「一群高一

學生」指名給李登輝市長的報紙投書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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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長，您曾表示此項活動應由學生自動自發參加才對，但教官卻

以記過相要脅，強將本校高一男女六班編入宣導隊伍，除了每星

期天及除夕、大年初一、二外，輪值表每天都排得滿滿的，連春

節後的那一個星期都沒有休息的機會。這種天氣，寒風刺骨，細

雨飄飄，多少的青年學子因您的一句話，站在危險的馬路上接受

風吹雨打；過年時，大家都可以興高采烈的回鄉下過年，但又有

多少的青年學子因您的一句話要站在馬路上四處顧盼呢？市長，

不滿之人已非少數，只不過大家都做了沉默的大眾罷了。我們不

敢指望您下令停止這項活動，我們只希望您能在過年時讓我們休

息一個禮拜，我們就感激不盡了（《聯合報》， 1980.2.9，七版讀

者投書）。

除了部分被動員學生的反彈（這也顯示了深受教育紀律規訓的學

生，也不是完全馴化的主體／屬民），媒體輿論也刊載了不少對排隊

運動的評論和建議，其中不少是對執行技巧和效果的質疑，但也引發

了對於都市消費生活和集體消費（公共運輸）困境的反映和思考（這

顯示媒體不全然是官方傳聲筒，而具有一定的公共領域功能），從而

推動排隊運動朝比較務實的方向發展。

1981 年底，李登輝轉任台灣省政府主席後，排隊運動的熱潮也

接近了尾聲。不過，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委員會依然年年舉辦推行排隊

運動績優單位獎勵，直到 1986 年，還是有零星的幾個區公所和學

校，於寒假春節及陽明山花季期間進行排隊運動宣導（圖二）。甚至

到了 1989 年台北市主辦台灣區運動會，籌備會也擬具了「加強禮

貌、排隊運動」辦法，動員市府機關從事宣傳活動。在台北市歷次實

施交通秩序大整頓，以及 1988 年起因大眾捷運系統興建而讓都市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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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邁入黑暗期的時候，各單位零星推出的各種「排隊運動」，也如幽

靈般偶而復現（例如 1991.4 交通局推行的「公車乘客排隊運動」）。

更甚者，李登輝就任總統後，也難忘當年推行的「排隊運動」，他於

1991 年提出文復會的新藍圖，期許擔負提升全民生活品質、重建新

文化秩序的工作，其中「排隊運動」赫然列名首要推行工作（《聯合

報》， 1991.1.8 ，五版）。

圖二　排隊運動熱潮退去後，依然有區公所組織宣導隊勸導乘客排隊

《聯合報》， 1982.7.21 ，第 7 版。

但是，早自 1982 年起，就已經有媒體指出排隊運動的三分鐘熱

度一過，一切恢復舊觀，交通一片混亂，「達到驚人的地步」（《聯合

報》， 1982.6.28 ，七版）。 1984 年推行「梅花餐」、「公筷母匙」

時，議員質詢官方宣導無效而浪費公帑時，「排隊運動」和「禮貌運

動 」 已 經 被 拿 來 做 為 三 分 鐘 熱 度 的 前 車 之 鑑 了（《 聯 合 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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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11.4 ，六版）。 1985 年以後，議會質詢和媒體輿論也不時會見

到以「排隊運動」做為官方宣導不彰、行政效率差、淪為口號、徒具

形式等的代表範例，甚且 1985 年 5 月市議會民政審查會還因官方宣

導缺乏績效，刪除了各區公所新增的「推展復興中華文化運動」經費

（《聯合報》， 1985.5.21 ，七版）。然而，排隊運動果真只是個官方道

德式宣傳運動的失敗樣板嗎？或者，排隊運動的推行其實透露了以都

市公共運輸和消費生活品質為核心的集體消費權利和公共意識的浮

現，從而蘊含了服務型排隊所指涉的效率導向、迎合集體消費需求和

軟性訴求的都市治理模式。

（二）都市治理的新情境：文化建設、市民素養與集體

消費

加強所謂的「精神建設」或「心理建設」，以邁向「有朝氣、有

秩序、有禮貌的現代化都市」，乃是 1970 年代到 1980 年代官方都市

發展論述的核心要旨。這裡「精神建設」或「心理建設」的提法，在

戰後初期的反共復國宣傳裡，是以「心理作戰」或「無形戰力」的面

貌呈現，亦即要強化民眾的愛國反共思想教育，防堵匪偽毒素滲透云

云。不過，到了 1970 年代後期，「精神建設」或「心理建設」的意

涵，就轉變為與物質建設相對的精神生活品質和價值觀念等，強調的

是達成物質富裕之後的文化涵養。這種論調充分反映於李登輝的政策

宣示裡：

近十年來，台北市的物質建設，的確有相當的進步，而市民的生

活觀念、生活態度，以及價值判斷等精神、心理方面的建設，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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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並未能配合改進，於是交通秩序、社會治安等問題，隨之增

多。如：道路的開闢、交通工具的增加，是物質的與人口的迅速

增加相配合，是進步的。而交通秩序的表現，則是由人的觀念顯

現的行為，是精神的，比較起來，台北市在這方面卻顯然是相當

落後。所以，現在我們應該要矯正這種缺失，要物質與精神建設

並重，均衡發展，在建設良好物質環境的同時，也要使市民有和

諧、充實的精神生活（台北市議會第三屆第三次大會施政報告，

1979.3.26，收於《台北市政紀要》， 1978，頁 13-14）。

排隊運動自然是這種強調精神、心理建設，提升市民道德與文化

水準的策略之一。不過，在取得一定經濟發展成就之後，做為首善之

都的台北市期待躋身國際城市之林，倒也不純粹仰賴官方的道德宣傳

活動，而是投入大量資源以推動文化現代化，亦即所謂的「文化建

設」。台北市於這個時期陸續展開的文化治理措施，基本上遵循了

1977 年蔣經國宣示進行 12 項建設，建立各縣市文化中心，以及隨後

1979 年行政院頒布「加強文化及育樂活動方案」裡，設置文化建設

專責機構、成立文化基金、舉辦文藝季活動、設置文化獎、修定古物

保存法、培育文藝人才等的一連串相關政策與措施（蘇昭英，

2001 ，頁 3）。

李登輝於 1981 年台北市議會第三屆第七次大會施政報告裡提到

了台北市的具體文化建設項目：

本府為提高市民文化藝術生活素養，乃積極規劃興建文化活動場

所。目前正在籌備增設及擴充的社教機構有：社會教育館、美術

館、天象館、圖書館、動物館、兒童遊樂園、青少年活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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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化體育館、簡易運動場等。為了陶冶身心，培養市民正當育

樂活動的興趣，市府將繼續辦理音樂舞蹈季、戲劇季、體育運動

季、市民講座以及其他藝文等文化活動。同時將力求提高水準，

充實內容並全面普及，以帶動並提高本市的文化水準（《台北市

政紀要》， 1980，頁 16）。

這些於 1980 年代到 1990 年代初期陸續完成的文化硬體建設

（參見附表一），以及各種官方主辦的藝文活動，宣告了台北市的文化

治理主軸，有從中華國族主義逐漸走向現代文化消費的趨勢，從文化

作戰的訓示，緩慢過渡到講求文藝素養的薰陶（王志弘， 2003 ，頁

145）。

不過，在這些文化硬體建設尚未完備的日常生活中， 1970 年代

末期台北都會區一般民眾關心的課題，卻是更基本的「公共消費秩

序」。這個時期的媒體，經常報導有關黃牛插隊、引發打架甚至傷人

等衝突事件。這些黃牛大致出沒於戲院、車站等地，以高價轉售熱門

的電影票券、火車票等。此外， 1978 年 10 月 31 日南北高速公路全

線通車後，長途客運市場萌現，台北車站附近也出現了時稱「野雞車」

的私營長途客運排班和拉客，引發交通秩序混亂，亦有爭奪地盤等衝

突發生，引起媒體注意和輿論批評。同時期另外一件值得注意的消費

大事，則是 1979 年 1 月 9 日起開放出國觀光，國外旅遊即將成為民

眾的重要休閒消費項目，這也引起有關國人的不良生活習慣，是否會

在外國「丟人現眼，有辱國譽」的討論。以上與消費生活、公共秩序

和文化素養有關的課題，在專欄作家何凡的文章裡，全都跟排隊運動

關連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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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隊成為文明的尺度，街頭看見國民排隊，即是文明社會的證

明，如果大家亂擠一團，爭先恐後，就是野蠻人的部落了。……

如果公車缺車太多，人人怕等候太久，秩序恐怕就難以維持了。

所以市府在要求排隊的時候，不可忘記增車，只有雙管齊下，才

能收到預期的效果。……在開放出國觀光聲中，台灣的居民更應

當加強訓練「排隊生活」，以免到外國因為不排隊及插隊受到眾

人斥責，丟自己和國家的臉。……人多了就要排隊，先來的人先

得到，這才公平合理。影券車票黃牛之可惡是他們破壞了這個原

則……市府既然提倡排隊，就應當把取締黃牛的工作也配合上

去，才能使市民心平氣和的去排隊（何凡， 1979.1.17；黑體字

為筆者所加）。

這段文字裡除了表現對排隊公平原則的期盼，以及排隊做為文明

社會的表徵，值得注意的是指出了排隊秩序的社會和物質條件：「公

車缺車太多，人人怕等候太久，秩序恐怕就難以維持了」。另有一位

讀者於報紙投書，就這方面提出了具有代表性的看法：

國人未能遵守秩序的重要原因如下：……樂意排隊上車，但公車

一到站卻又秩序大亂；此乃因大部分公車靠站的位置不當，不是

超前就是落後。即使乘客排好隊上車，不免因公車之停車位置不

當而爭先恐後亂成一片。二、鬧區之公車站牌過於密集，每一站

牌間應有適當間隔。因為時常有各路公車在同一時間相續到達同

一候車地點，由於站牌過於密集，使公車未能對準站牌讓乘客上

車。乘客排好隊亦是無用。……三、計程車為了搶生意，時常任

意在公車站牌位置停車，妨害公車靠站（鄧浪寧， 1979.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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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1970-1980年代台北市公民聯營公車概況

年度 路線數
平均每日

行車總班次 乘客總人次
乘客人數 平均每

用車輛數 成長率 % 班人次

1971 104 1295 9,307,984 551,051,891 -- 59.00

1973 116 1399 9,789,369 675,922,890 22.66 69.00

1975 122 1502 10,179,840 712,484,728 5.41 70.00

1977 179 2079 17,837,155 849,905,867 19.29 48.00

1979 182 1995 18,923,015 851,078,836 0.14 44.89

1981 222 2701 24,065,576 881,986,760 3.63 36.65

1983 232 3036 25,931,123 870,585,108 -1.29 33.58

1985 236 3158 26,177,200 950,114,178 9.14 36.57

1987 238 3241 26,937,432 896,806,135 -5.61 33.06

2003 277 3471 26,225,140 612,628,673 -- 23.37

註： 1977 年台北地區公民營公車開始聯營，乘客人次大幅增加。

資料來源：台北市統計要覽，台北市交通資料快報。

根據表一所示，整個 1970 年代台北市的公共汽車運輸人數持續

成長，直到 1985 年達到高峰以後才陸續降低。雖然在這段期間隨著

路線和班次的增加，對於服務品質有所改善，但是就搭車民眾感受最

為強烈而直接的平均每班人次而論， 1975 年達到每班車平均搭乘 70

人次的驚人數字。雖然在排隊運動推行的 1979 年，這個數字降到了

約 45 人，但是若與 2003 年的 23 人相較，還是明顯偏高。 11 由於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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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初期發生，而是要到公共運輸服務水準其實已經稍有改善的 1979
年才進行。可能的解釋之一是政府施政反映現實狀況的時間差。此外，在例

行性的國民生活須知推行宣導中，其實一直就有排隊的項目，那麼， 1979



是平均數字，可以預期在上下班的尖峰時刻裡，平均每班車次搭乘人

數將會遠高於此。所以，基於 1970 年代的搭車經驗，公共運輸的供

應不足，其實是造成乘客爭先恐後、擔心搭不上車的重要原因。

此外，如前面引文所述，相關設施的設置不當，如站牌位置不合

適，以及公車等候區過於狹小（有許多設置於狹窄的安全島，而非人

行道上），也是無法維持排隊秩序的原因。因此，當李登輝提出了排

隊運動，市府各機關動員各種管道宣導之際，輿論除了表達支持之意

外，也紛紛提出實際執行的困難，這些意見表現了以公共運輸為代表

的集體消費數量不足和品質不佳，也透露了市民對於提升集體消費質

量的期盼。

在這些意見的呼籲下，兼以李登輝親自視察車站排隊情形後，發

覺實際的公共運輸設施有改善必要，遂指示建設局將相同方向的公車

站牌調整集中，方便乘客集中等候（因為往同一目的地可能有好幾種

路線可以選擇），以免不同路線但方向相同的公車到站時，脫離原來

等候位置、來回奔跑搭車；將部分設置於安全島的站牌改到人行道

上；要求公車司機靠站時要對準站位，才能上下乘客；警方並加強取

締公車站週邊的行車秩序。雖然這些措施不見得真能有效改善排隊秩

序，同時也無法長期維繫。但是，排隊運動在表面宣導以外，激起了

一般市民和輿論界對於集體消費品質的關注，驅使市府稍微做了一些

調整，卻也顯現了排隊運動所牽動的其實不僅是國民生活紀律或文明

素養的道德議題，而是更根本的都市集體消費質量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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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了。



公共運輸的改善步調緩慢，但已持續進行。從 1977 年的公車聯

營、統一票證，到新增冷氣公車和路線以改善品質，乃至於 1980 年

代末期在台北市捷運動工引發的交通黑暗期催逼下，有了公車專用道

的設置和公車動態資訊系統等諸般實驗。到了 2000 年代的台北市，

在公車品質改善、捷運系統的替代選擇，以及小汽車的持續增加下，

公車乘客大幅減少，即使沒有雷厲風行的排隊運動，或是井然的排隊

秩序，但公車的乘車秩序也在表面的凌亂中，多了 1970 年代見不到

的從容。換言之，集體消費的質量或許才是維繫公共秩序的要件，徒

有無限上綱到自強救國或訴諸個人修養的道德修辭，也無法強求市民

遵守秩序。 12

綜言之， 1979 年至 1981 年短命且成效不彰的排隊運動，卻因

座落於特殊的歷史時勢之中，而格外有意義。一方面，失去與美國的

正式外交關係後的國際地位飄搖，以及 1979 年 12 月美麗島事件的

人心動盪，讓自強愛國的政治宣傳運動喧騰一時，形成了促使排隊運

動延續社會紀律、道德規訓和國民生活規範式宣導的基礎。另一方

面，都市持續成長所造成的公共運輸集體消費不足窘境，以及逐漸蓬

勃的都會休閒消費生活裡基本公共秩序的混亂（黃牛、野雞車），則

是促成官方發起排隊運動的基本社會情勢，並在運動推展的過程裡，

引起了針對集體消費質量的初步市民關注和權利意識。此外，官方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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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關於公車還有一事值得一提。 1979年 7月，有民間的大為廣告公司主動
找上台北市建設局，願意捐贈新型公車站牌（由不鏽鋼與壓克力板組合而成

的新型站牌），條件為給予該公司三年廣告權利（站牌的四分之一面積做廣

告使用），建設局與該公司簽約，捐贈了四千支站牌，至 1980年 4月全部換
新，取代舊有的圓形鐵製站牌。這個事件指出了官方提供的集體消費場域，

已經透露了企業商機， 1980年代以後將陸續有車廂內廣告、車體外廣告、
候車亭廣告的出現。



動的文化建設、開放出國觀光等精緻文化消費和休閒場域的提升擴

展，也在增進文明素養的修辭下，轉化成為支持和詮釋官方排隊運動

的社會趨勢。此後，都市治理的文化向度逐漸脫離中華國族意識和反

共論調，轉而愈趨強調以消費生活為根基的文化現代化和素養；排隊

現象也更加淡化了道德和秩序紀律意涵，相形之下，凸顯了服務、效

率和平等導向的排隊意義。若以美學觀點來論，過去講求紀律秩序的

威權美學，至此已經逐漸被以都市中產階級講求舒適、效率和優雅的

消費導向美學取代了；換言之，文化素養的內涵不一樣了。

四、服務心態、排隊效率與「新移動倫理」

1970 年代末期的排隊運動已然遠去，但排隊現象依然充斥於今

日的都會生活。 1980 年代末期至今，在諸多的排隊現象裡，有兩件

值得討論的排隊新發展，或許也透露了當前都市治理模式視市民為消

費者主體，以及考慮運作效能的特性：一是新型的排隊機器，配合了

新的顧客導向服務心態和效率考慮，讓排隊有了嶄新的形式和經驗。

二是隨著台北市大眾捷運系統的陸續完工，在這個新的都市流動時空

裡，產生了新的排隊和移動秩序，呈現為某種帶有召喚市民認同意味

的新移動倫理。這兩項排隊與公共秩序的新發展，替依然揮之不去的

文明素養修辭，提供了新的內涵。

（一）排隊科技、效率與顧客導向的服務心態

1980 末期到 1990 年代初期，民間與官方機構引進了叫號機（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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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排隊機」或「排隊號碼機」），普遍運用於戶政事務所等公家機

關、醫院診所、郵局和銀行等金融機構。叫號機（如圖三）的操作原

理就是到達必須排隊等候服務的場所時，入口裝置一台會自動吐出印

有流水號的票券（號碼牌），領取號碼票券後，可以注意裝置於顯眼

處（通常吊掛於大廳天花板或是裝設於櫃檯上方）的叫號顯示版，上

頭顯示了目前服務的號碼以及服務櫃檯序號，通常還會有語音提醒。

因此，民眾不必再像過去一樣排成一列隊伍，持續站立在行列中等待

服務，而可以在備有座椅的等候區等待，或是估量輪到自己的時間，

先行處理其他事務。這種系統解除了持續站立排隊、隊伍擁擠、身體

緊貼和插隊等問題，既增加了服務效率，也保障依取號順序決定的先

來先服務原則，避免排隊插隊等引發的爭議，還帶有一種悠閒從容、

保有隱私的文明氣息，展示了一種尊重顧客、為顧客方便考慮的新服

務心態。

其實，鑒於排隊引發的諸多社會爭執，如何改進排隊一直是媒體

輿論偶見討論的課題。最常提出的排隊技術改進，包括清楚劃設排隊

動線（以欄杆、鐵鍊或繩索，圈圍出入口和動線）、仿照外國（美國）

畫設等候線加上單排隊伍的設計（避免多線隊伍前進，可能造成原本

較短的隊伍可能行進較慢，較長隊伍反而行進較快所造成的不公平，

以及避免隊伍中有人隨時想「轉線」到較短隊伍引起的混亂），以及

全能辦事員的概念（到任一窗口都可以辦妥所有項目，而非劃分為不

同功能的窗口，造成辦不同項目必須重複排隊）等。例如，趙少康擔

任台北市議員時，便曾質詢建議市府貫徹實施排隊運動，要求與民眾

接觸的戶政、監理、稅捐區公所等機關，於櫃台前畫設等候線以利排

隊（《聯合報》1985.4.27 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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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郵局使用的叫號系統（號碼機和叫號顯示版）

在這種單線排隊和等候線的觀念尚未形成習慣，以及自動叫號機

尚未出現以前，民眾面臨排隊問題時，其實也自行發展出了一些應對

策略：兩人以上同行，可以分別排列不同隊伍，以求取可能的最快速

服務，或者請人代理排隊，或是以代表個人存在的物品（書包、紙

箱、椅子、寫有姓名的紙板等等）來占據隊伍位置等。例如，為了確

保先來先服務，以及免除持續站立隊伍中的不便，郵局等金融機構

裡，早期民眾還自行發展出一種「存摺排隊」現象，也就是以存摺或

有待辦理的文件代替本人，放置於櫃檯上排隊。但是，在民眾和存摺

分離的時候，稍不注意，經常會遭有心人士盜走，所以當時郵局皆設

置「勿將存摺置於櫃檯」的警語，民眾也群擠於櫃檯盯著自己的存

摺，擔心遺失，秩序還是顯得混亂。這種情形還引起了消費者文教基

金會的抨擊，認為郵局的這種情形不尊重客戶，「內部作業空間設計

重於客戶等候空間」，讓客戶因為在狹窄空間填寫存摺時易受窺視，

喪失隱私。消基會呼籲建立發號牌制度以尊重客戶，解決存摺排隊的

「落伍現象」（《聯合報》， 1989.5.22 ，十八版）。

正是在這種消費者權利意識提高，以及業者強調提供以客為尊的

新服務心態下，自動叫號機逐漸成為這類公共場合的標準配備。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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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銀行和醫院引進較早，官方的郵局和戶政事務所等機構跟隨在後。

例如台北市的戶政事務所從 1988 年 12 月起於大安戶政事務所試辦

「戶政自動化措施」，其實就是領取自動機器打出的號碼卡，然後等待

呼叫號碼後領取辦妥的證件（開始時侷限於戶籍登記、戶籍謄本領

取、印鑑登記和國民身分證領取等項目）。當然，一如其他以資訊科

技為基礎的顧客導向服務，經常也是內部管理的利器，自動叫號機也

可以協助業者紀錄服務顧客人數，分配出納窗口的作業數量等，著眼

於提高工作效率的管理措施。

值得一提的是，這種排隊科技的引進和顧客導向服務心態，或許

透露了官方機構的新都市治理風格。 1994 年起，台北市長由官派改

為民選，必須接受民意考驗的民進黨新都市政權，除了戮力推動各種

文化政策措施，以本土化意識訴求選民外，各種強調改變為人詬病之

官僚心態的做法，也是主打的項目，其中以加強推動戶政事務所等機

關的服務成效最為明顯，並常為民眾稱道。在這個階段裡，不僅全面

裝設了自動叫號機，設置備有舒適座椅和書報架的等候區，甚至有專

人引導備詢和茶水供應，同時櫃檯也下降到座椅高度，讓民眾可以坐

下來和辦事員同等高度，而不像以前那樣必須站著，越過高聳的櫃檯

和帶有官僚習氣的公務員對話。

科技對於排隊形式與經驗的介入，除了自動叫號機外，還有各種

不必親身出現於洽公或購票場合的訂票服務系統。例如，台灣鐵路局

於 1984 年起推動電腦訂位及售票系統，最初是指窗口購票的電腦

化，可以連線隨時查知各站各車種車次售票情形，並讓每個窗口都可

以購買不同車票，以減少排隊和等候時間。後來便發展成透過電話語

音和網際網路的車票預售制度，並可到郵局取票，完全省略了事先親

臨排隊購票的行為。這類型的語音或電腦售票系統，還盛行於精緻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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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活動的預售訂票服務，例如年代訂票系統，相對刺激了藝文消費活

動。 1990 年代中期以後，也成為部分電影院的購票選擇之一。

無論是電腦訂票系統或是自動叫號機，科技的介入都改變了許多

排隊方式和行為，也暗中影響了都市生活的時空步調。不過，這裡並

不是要主張一種技術決定論，暗示新技術的引進就能夠導致文化素養

提升。這裡反而是要強調，排隊技術的發展和援用，是對應於都市社

會裡日益明顯的消費者權利意識和業者顧客導向服務心態的浮現。而

且，科技及其相應的排隊慣習，或許帶來了餘裕和尊重而有助於文明

素養，但也可能是引發不確定性的新源頭。譬如，我們可以設想，領

取了號碼牌後，卻誤判等待時間，因而在過了號次以後方才現身，引

發了是否算是插隊的爭議；或者，當購票訂位都必須透過電腦網路進

行時，當掉的電腦系統或一直連不上線的網際網路，可能也會引發不

耐久候的挫折和焦慮。

（二）新移動倫理？──捷運排隊秩序的混合模式

台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在經歷了多年建設，引發市區交通黑暗

期危機後，終於在 1996 年 3 月從木柵線開始陸續通車。方便迅速的捷

運，改變了都市流動經驗，也以其集聚人潮和便利通勤的潛力，改變

了住宅和商業空間的結構。如表二所示，搭乘捷運的人數節節攀升，

2004 年中運量（木柵線）和重運量系統合計，平均每日有超過 90 萬人

次搭乘；後續的新莊線和蘆洲線完成後，搭乘人數更將大幅攀升。

被賦予高科技形象的捷運系統，也代表了台北邁向國際城市的標

竿。過去只能夠在各種媒體影像裡一窺的先進國家捷運場景，真實出

現於都市生活之中。市民可能會參照著對於先進國家的美好想像，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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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地使用這個新都市空間，避免自己不恰當的言行，配不上這個代表

文明的新象徵，或是透露了自己尚未成為冷漠中帶點優雅的純熟都市

人；或者，在一片忙亂混雜和抱怨連連中，逐漸熟悉了捷運時空的步

調和節奏；又或者是迷戀這個時空的特殊氣質，悠遊自得，「每次搭

捷運都覺得自己在演日本偶像劇」；或者總是找不到出口，迷路失

途；或者覺得捷運冰冷無情，不若街頭混著汗水臭氣的生猛，電扶梯

猶如生產線……。 13 不過，相對於如此繁複多樣的實際捷運經驗，捷

運時空裡充斥著各種標準化的導引與禁制的標誌標線，構築出主導性

的、要求遵守的時空節奏秩序。此外，堂皇的站體建築、公共藝術設

置，以及藝文活動的舉辦，營造出博物館般的優雅氣氛；還有各種自

動化機器和影像監控設備，打造出高科技城市的奇觀和想像。上述這

一切，都規約著捷運時空裡的移動方式和經驗（參見王志弘， 2002）。

表二　捷運營運概況

年度
木柵線 平均每日人次 重運量 平均每日人次

搭乘人次（萬人） （萬人） 搭乘人次（萬人） （萬人）

1998 1,812 5.0 4,266 11.7

1999 2,140 5.86 10,556 28.92

2000 3,050 8.33 23,747 64.88

2001 3,169 8.68 25,344 69.44

2002 3,257 8.92 29,173 79.93

2003 3,015 8.26 28,592 78.33

2004 3,167 8.65 31,833 86.98

資料來源：台北捷運公司運務部。網址： http://www.trtc.com.tw/trtc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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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都市治理的角度來看，捷運系統正是官方藉以展現政府權能，

展示現代化發展成果，以科技進步和文化象徵來引領市民認同，運用

捷運車站空間與周邊效益引導商業發展的重要場域。當然，當這塊文

明櫥窗出了差錯時，也會對都市治理和都市政權造成莫大危機。例如

2001 年 9 月，納莉颱風造成台北捷運系統嚴重淹水導致部分路線停

擺，市府焦頭爛額。在接近三個月的修復期間，市民經歷了二度交通

黑暗期，也才警覺這個城市對捷運的仰賴，在短短數年內已然養成。

在捷運新流動空間裡，與排隊和移動秩序最為密切的，莫過於各

種要求遵行和排隊的標誌標線了。月台邊都繪製有不可跨越等候線，

以及進出車門的箭頭指示。在人潮較多、路線交錯的車站，例如台北

車站、忠孝復興站或古亭站等，月台地面還會繪製較長的排隊線或行

進路線，並配置有保全人員，以利維持乘車秩序和安全（參見圖

四）。

圖四　捷運月台的排隊指示線與排隊情形

此外，比較特殊的新排隊要求，就是搭乘電扶梯時必須遵循「右

側站立，左側通行」的準則，因為在講求迅速的捷運系統裡，左側必須

保留給「趕時間的旅客」。不過，在無數的標語警示和廣播語音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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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這種從效率、速度出發的移動秩序，卻已經逐漸形成一種「新移動

倫理」。經筆者觀察，大部分民眾都會遵循這個準則，並且對於少數忽

視這項移動秩序的人，發出以聲音、眼神和內心表達的不滿與蔑視；

這或許可以是觀察正在崛起的都會中產階級美學和禮儀的要點 14 。這

種搭乘捷運電扶梯的新移動規矩，很快延伸到鄰接捷運站的台北火車

站，成為標準規定，也逐漸蔓延到並未有明文規定的百貨公司等消費

空間，部分市民已經通過熟稔彰顯國際水準的新文明空間體驗，將這

種移動秩序帶到了其他都市活動空間。

當然，在官方推行與期待的新移動倫理四處蔓延之際，我們也可

以見到各種逾越、失序的行止不斷出現。從最常見的在捷運車站與列

車內飲食，到有不合宜的（性愛）行為、性騷擾與偷窺、臥軌自殺和

意外、觸動緊急停車設備等。這些都讓捷運公司有了越來越多加強規

範措施的理由，在以安全和效率之名遂行的管制措施下，紀律和秩序

的幽靈再度現身。例如，幾次因為人潮推擠產生意外後，捷運公司格

外注意上下電扶梯，以及月台上進出車廂的秩序，在人潮較多的車站

都有專人在月台和電扶梯邊看守監視，吹哨音或以擴音器提醒，乃至

於「糾正」不合宜的「危險」行為。

換言之，捷運時空裡的排隊現象可以說是混合了紀律型排隊和服

務型排隊的特性，既營造公共藝術殿堂的氛圍，不斷宣揚捷運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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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以及科技理性邏輯支持的效率和安全，但另一方面也在失序的

恐懼和「安全意識形態」下，殘留了秩序與紀律的要求。

當捷運車廂和月台都塞滿了人，即將關門的急迫警報聲無情響

起，許多人也就顧不得所謂的文明素養和排隊紀律了。不足的服務、

匱乏的集體消費，以及恐懼落伍、憂慮遲到而損失時間的心態，在日

趨競爭的都市生活裡，向來是優雅文化修養的頭號敵人。

五、結語

本文嘗試分析排隊的文明素養、秩序和效率觀念，透過排隊的意

義和形式來探知都市治理模式的轉化：從國家領導權下的教化角色，

到集體消費服務的提供者；從文化作戰、文化建設到文化消費；從官

派市長政權到民選政權的治理風格。據此，本文的初步分析成果，可

說是以排隊為例，呈現了庶民日常生活裡，尋常事物所透露的宏觀社

會的延續和轉變。

從日治時期殖民體制下現代生活規律的引進，經過戰後初期國民

政府結合現代化期盼、反共復國意識與中華國族道統的社會秩序維

繫，以及因應都市集體消費秩序混亂而倡導的排隊運動，到 1980 年

代後期都市消費生活蓬勃、企業和官方服務心態提升下，以科技介入

的新排隊方式，乃至於捷運時空的新排隊文化，排隊一點也沒有遠離

我們的生活，而是以不同的姿態呈現在城市日常生活裡。排隊現象已

然成為城市生活的重要象徵和實踐。我們也已經從幾個經過挑選的事

例，看到了從紀律型排隊到服務型排隊的轉移趨勢，紀律型排隊漸次

讓位給了服務型排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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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目前如果在網際網路上以「排隊」字眼搜尋中文網

頁，會發覺最多的是排隊叫號機的廣告，以及中國大陸有關排隊與文

明素養的評論文章。前者透露了排隊服務的龐大商機， 15 後者讓人

憶起台灣於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當經濟活絡成長之後，努力想

要進一步躋身文明行列的企盼。

不過，台北捷運的經驗似乎顯示了紀律秩序的要求並未完全遠

離，反而經常會以安全和效率之名反覆重現。換言之，在台北市的脈

絡裡，從紀律型排隊到服務型排隊的移轉，以及這種現象透露的，從

都市治理威權模式到消費者─效能導向治理模式的變化，並非徹底的

類型替代，而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兩種治理方式的不同偏重或凸

顯；兩種排隊形式和治理模式，其實有其共通之處或內在關聯。表面

上，一方是紀律和秩序，一方是效率和服務心態。但是，紀律和秩序

原本也是確保效率的一種方式，只是經常會演變為僅僅重視形式的紀

律美學，反而變得僵化凝滯，不能符合效率要求。相對的，服務心態

雖然是比較軟性緩和的治理方式，也不表示其完全無須某種秩序，只

是這種秩序不再是形式上的整齊劃一，而是以順暢的運作效能為標

準。同時，一旦比較講求顧客或消費者自主與尊嚴的服務型排隊和效

能治理，遇到了危機，在安全至上的顧慮或托辭下，個人的自主和尊

嚴就經常會臣服於形式化的秩序要求（因為個人自主或自由，經常意

味了混亂失序的威脅）。例如：台北捷運發生推擠受傷事件後，電扶

梯快速通行的效率，就臣服於大量人員現場監控，不斷要求緊握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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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式紀律了。

此外，前文也提到了，無論是紀律型或服務型排隊，在秩序和效

率之外，都有共通的文明素養期待，若對應到治理的威權模式和消費

者─效能導向模式，或許可以說，兩者都有維繫治理正當性和領導權

的共通關切，而這種正當性和領導權，還經常是以文化或文明的修辭

出現。所以，不變的是附著於排隊現象的文明或文化素養意涵，只不

過，文明的意義從集體紀律和動作效率，轉變為尊重、隱私和服務的

效能，以及從國家主導的道德化訴求與國族意識，轉為由資本或商業

促動的、消費領域裡的顧客至上邏輯。

不過，誠如排隊秩序總是意味了會有脫隊和失序的情況，無論何

種治理模式，也都不是毫無疑問而能夠順暢運行；誠如傅柯的權力觀

念暗含了有權力運作之處必有抵抗，無論那是積極反抗或是逃離迴

避。以主體形構或主體化的角度來看，可以說一方面有排隊的主體形

構，以及治理的主體定位，但是另一方面，主體並非毫無能動性的傀

儡，而有其發出異議或偏移規範的能力，只是程度隨著情境條件和能

力高低而有差異。

再者，紀律型排隊和服務型排隊預設了不同的主體特性，前者可

能是守法守分、缺乏個體性的紀律秩序成員，後者則是以顧客或消費

者為模型，有其由市場機能中介的契約關係；這種主體形構也對應於

威權治理下的馴化國民或市民，以及消費者─效能導向治理同樣的消

費者／顧客模型，容許看似無窮、實則有限的消費性選擇。值得深究

的是，如果兩種排隊形式和治理模式，並非全然替換，而是並存互

補，甚且有其一貫的內在關聯，那麼，兩種看似不同的主體定位方

式，其實也有其內在聯繫：消費者／顧客也須有一定的紀律規訓，方

能發揮其遵從有限選擇的能力；紀律秩序成員和馴化市民也容許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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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的自主選擇，才能有遵守秩序所需的自我意志和要求。或許，這

裡缺少或有待強化的是，能夠更深刻質疑治理機制的反身性公民主體

位置，這包括了各種覺察到差異性和不對等社會關係的性別主體、族

群主體、性傾向主體、階級主體等，都市政治過程裡多元異質而富有

反思能動性的主體形構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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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表一　1979年排隊運動前後台灣大事記

年代 要事 註記

1977.08.17 鄉土文學論戰 彭歌於聯合報副刊批評鄉土文學，掀起論戰

1977.11.19 中壢事件 舉辦五項地方公職人員選舉，中壢開票所傳舞弊引

發萬人包圍警局焚燒的事件。「黨外」於此次選舉

獲得空前佳績

1978.05.20 總統就職 蔣經國、謝東閔就任第 6 任總統、副總統

1978.06.09 李登輝任台北市長 任期至 1981.12.04 ，前任為林洋港，後任為邵恩新

1978.10.31 南北高速公路通車 1971 開工， 1974 年三重至中壢段通車，小汽車時

代來臨

1978.12.16 中美建交 發布緊急命令，停辦台灣立委及國大代表選舉

1979.01.01 台美斷交 2.15 日成立「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和「美國在台

協會」維持關係， 4.10「台灣關係法」生效

1979.01.09 開放出國觀光

1979.01 起 北市各項文化硬體 增建天象館（1980.6）、新建社教館（1983.10）、新

建設籌建（完工開 建美術館（1983.12）、遷建動物園（1987.10）、增

放日期） 建及改建圖書館（總館於 1990.11 開放）、籌建兒童

育樂中心（1991.7）、青少年活動中心

1979.01.04 李登輝倡導排隊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台北分會第五次委

運動 員會議時提出

1979.01.16 派遣學生勸導排隊 北市公私立各級學校校長會議提出

1979.01.18 排隊運動績優學校 教育局公布八所執行排隊運動績優學校獎勵

1979.01.25 公車聯管會響應 公車聯營管理委員會響應排隊禮讓運動，要求車門

排隊 對準站位、勸導乘客依序上車

1979.01.25 愛國自強暨響應 400 多個民眾團體負責人 800 餘人於社會活動中心

排隊禮讓座談會 集會，通過「台北市各民眾團體響應排隊禮讓遵守

公共秩序實施要點」：遵守公共秩序、交通秩序、

排隊秩序、行進秩序。由本身做起推展到他人；個

人做起，推展到家庭；由會內做起，推展到會員；

由團體做起，推展到社會

1979.02 排隊運動陸續展開 ‧ 建設局配合排隊運動將集中同方向站牌



‧ 4 月新聞處與聯合報以「推行排隊運動」為題舉

辦徵文，應徵 515 人，優良作品 40 篇

‧ 5 月警方展開車輛排隊運動宣導

‧ 8.8 蔣總統指示加強推行排隊運動

‧ 各區公所建立推行排隊運動地區責任制。民政

局督促各區公所組織自治幹部服務隊及利用寒

暑假期間組織國中以上學生服務隊，於平時及

寒暑假期間加強交通頻繁地區，勸導乘客上下

車排隊

‧ 民政局輔導各大寺廟及協調格致中學於春節及

陽明山花季期間設置廣播站向信徒及遊客勸導

實施排隊

‧ 督促各區公所於聯合服務中心明顯處懸掛繪有

「自強年」標誌之「請排隊」字樣牌子，加強

勸導排隊工作

‧ 1980.2.1 寒假期間動員公私立中等以上學校派

學生參加排隊宣導活動，動員五萬人次以上

1979.02.26 中正國際機場啟用

1979.06 康寧祥等人創辦 黨外雜誌時代： 1975 年台灣政論、 1979.8 美麗島

八十年代月刊 雜誌創辦

1979.07.01 高雄市改制直轄市

1979.07.01 鐵路電氣化完工

1979.08-11 北市首辦藝術季 舉辦第一屆音樂季（8.22-9.12），第一屆戲劇季

（10.20-11.16）（戲碼以忠孝節義為主旨）

1979.11 核電廠竣工典禮

1979.12.10 爆發美麗島事件

1980.01.01 自強年

1980.02.01 北迴鐵路通車

1980.12.15 新竹科學園區揭幕

1981.03 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案 國民黨第 12 次大會通過

1982.07 提出對中共三不政策 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

1984 總統就職 蔣經國、李登輝就任第 7 任正副總統

資料來源：《台灣史小事典》（遠流， 2000）、《台北市政紀要》（台北市政

府，歷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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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國民生活須知──行的部分

□ 1968 年中華文化復興推行委員會頒行

伍、行

一、秩序與安全

（一）行車走路，不可爭先，車輛行人，均應靠右。

（二）與尊長同行，應略退於左後方一步。必要時，並須予以攙扶。

（三）乘車須依序上下，不可以頭與手伸出窗外，不可攀立車廂兩旁。

（四）行路時，要注意標誌燈號，服從交通警察指揮。

（五）穿過街道，應走行人穿越道或斑馬線。

（六）通過平交道，要特別小心，不可搶越。

（七）使用腳踏車，不可搶先，不可攀附任何車輛之後，不可穿越平交道

放下的欄柵。

（八）機車不可超載，單車不可雙乘，拖車牲畜不可虐待。

（九）車輛夜行，應照規定亮燈。

（十）不得於道路中擊球遊戲。

（十一）不得於公路及鐵路中間，放置石塊，及其他障礙物，妨害行車安

全。

二、儀態與風度

（一）行路須抬頭、挺胸、比肩、齊步、容止安祥。

（二）行進間，不可吃零食，不可攀肩搭背。

（三）乘坐公車，不得爭先恐後，應對其老弱、婦孺、傷殘、疾病者讓

坐，並照顧上下。

（四）路遇遺物，歸還原主，或送警招領。

（五）行進中如欲超越人前，應由側邊繞過，不可強闖。

（六）乘坐轎車應按高低座次就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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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台北市政府教育局參與愛國活動資料統計表（1977.7-1978.6）

日期 * 活動項目 主辦單位 活動地點 動員 動員

教官數 學生數

66.7.16 全國宗教界控訴共匪迫害 亞盟總會 中山堂 9 620

宗教罪行大會

66.7.22 全國各界支援「被奴役國家 亞盟總會 國父紀念館 8 500

週」大會

66.7.23 全國各界支援「被奴役國家 亞盟總會 國父紀念館 8 750

週」戰鬥大會

66.7 暑期青年自強活動台北市 本市團委會 新竹縣明新工專 24 600

大我戰鬥營

66.7 暑期清強活動，台北市 本市團委會 高雄縣澄清湖 12 6,000

幼獅野營隊

66.8.2-11 第二屆亞洲盃女子足球賽 全國足協（聯勤 本市體育場 84 21,000

開閉幕典禮 總部）

66.8.23 六六年暑期海內外青年 本市團委會 中華體育館 22 11,000

自強晚會

66.10.10 六六年國慶大會 十月慶典籌備會 介壽館廣場 79 110,000

66.10.10 國慶全民自強戰鬥晚會 十月慶典籌備會 中華體育館 22 10,000

66.10.25 光復節紀念大會暨萬眾歡 十月慶典籌備會 國父紀念館 18 3,600

騰遊藝大會

66.10.29 追思總統蔣公，學生行軍 本局軍訓室 本市四郊 172 36,200

演習

66.11.12 國父誕辰及中華文化復興節 十月慶典籌備會 中山堂 14 1,060

紀念大會

66.12.25 行憲卅週年紀念大會 十月慶典籌備會 民眾團體活動中心 5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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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1.1 元旦慶祝大會 本府社會局 中山堂 11 1060

67.1.5 韓國海軍官校訓練艦隊訪 海軍總司令部 本市體育場 27 4,200

華足球友誼賽

67.1.23 世界自由日大會 亞盟總會 國父紀念館 4 450

67.1 冬令青年自強活動台北市 本市團委會 高雄澄清湖 7 4,000

幼獅野營隊

67.3.12 國父逝世紀念暨植樹節大會 本市社會局 松山山坡地 5 500

67.3.21 慶祝蔣主席當選總統全國 本府社會局 中山堂廣場 89 0

群眾歡呼大會

67.3.29 革命先烈紀念暨青年節大會 救國團總團部 國父紀念館 11 800

67.3.29 六十七年青年盃暨中等學校 本局 本市體育場 16 18,600

運動大會

67.4.5 全國青年永懷領袖獻唱大會 救國團總團部 國父紀念館前廣場 34 30,000

67.4.23 本市孝悌楷模表揚大會 本市民政局 中山堂 5 750

67.4.26 歡送本市高國中學生甄試保 本市團委會 北體專體育館 17 1,470

送入學軍校

67.4.14 母親節紀念大會 本市社會局 中山堂 5 665

67.5.19 全球僑胞回國慶賀總統就職 喬務委員會 中華體育館 30 3,000

聯歡大會

67.5.20 慶祝總統就職大會 本市社會局 國父紀念館廣場 59 3,000

67.5.20 全國各界慶祝總統就職民間 本市社會局 介壽館廣場 59 3,200

遊藝活動

67.5.20 慶祝總統副總統就職軍樂 台北市軍人服務社 中山女中 17 1,862

演奏會

合計 873 275,507

* 日期為民國紀元。資料來源：《台北市政紀要》（1978 年度，頁 16 ，附表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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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tries to explore the continuity and change of Taiwan

society through an everyday phenomenon – waiting in a line. Taking the

“Line-up campaign” promoted by Taipei City government in 1979 as an

example, the author suggested that this campaign was a kind of bodily

discipline emphasizing senses of social order, efficiency and civility

derived from the ideology of modernization. But it should also be

understood in the context of low level of urban collective consumption and

political uncertainty caused by diplomatic crisis and national democratic

movement. After 1990s, as the Taipei Rapid Transit System is in

operation, and the customer-first mentality developed rapidly in a

consumer society, there emerged a new line-up culture supported by auto-

calling machines and urban middle-class manners. Although there are

drastic differences between types of governance（authoritarian vs.

consumer-oriented）in these two periods, lining-up is still a central

symbol of civilization and modernity.

Keywords: line-up campaign, urban governance, social order, efficiency,

civility, 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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